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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文章主要所探討的問題包括對於毒品的濫用，及我國對於毒品政策所執行之面向所面臨到的一些整合溝通問題，使得執法人員面臨無力感而有失其政策執行效力，所以本篇文章將針對於執行裁量權為面向，進而作分析，而毒品經人們濫用之後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可說是層出不窮，包括犯罪率的提高，失業率增加等，所以本篇文章將針對毒品政策作一個全面性的檢視，確保在我國執行時的效率，及合法性程度，因此也將應用政策執行學者郭謹(Goggin)的第三代執行整合途徑作為分析重點，對於政策執行面作定位分析，及探討其可能的因果關係，整合由上而下(Top-down approach)及由下而上(Bottom-up approach)之政策執行。對於近年來我國警力取締毒品犯罪率及相關統計資料，作為政策指標，以評估我國毒品政策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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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inent issue focusing on drugs abusing, and drug policy implementation encountered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se problems were related to frustr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as a result, it reflects the failure of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 the essay emphasized the dimensions of administrators' discretion in core, and then analyzed the problems in depth. The policy of drugs abusing has brought a lot of social problems broadly, including high crime rate as well as high unemployment rate. Hence, this study was to seek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n the polic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policy. From Goggin’s view, the third-generation implementation model was adopted, and the emphasis was placed on clarification of possible causal relationship by integrating top-down approach and bottom-up approach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rug abusing. Some data were presented as policy indicators for polic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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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policy is defined as a standing decision

Characterized by behavioral consistency and repetitiveness on the

Part of both those who make it and those who abide by it

Heinz Eulau &Kenneth Prewitt

1． 前言

　　　　我國自解嚴之後，所受的新思潮及自由主義思想可說是衝擊著我國傳統道德規範，所接受的新資訊可說是五花八門，所以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可說是層出不窮，包括道德觀的扭曲，而在自由意識高漲的二十一世紀時，毒品、黑槍、幫派已緊隨著成為台灣治安的三大毒瘤(施志茂，民國八十八年)，已造成台灣社會問題頻傳，犯罪率居高不下，而以毒品為例，台灣早期所使用較普遍的毒品是以鴉片為主
，接踵而來的是在民國四十年至五十年所流行的大麻，民國六十年的強力膠，之後又出現速賜康、紅中、白板，民國七十年代速賜康被嚴禁使用，紅中、白板、青發卻大肆其虐
，而現在則以安非他命(Amphetamine)
、快樂丸(MDMA)
為主，所以政府不得不大力掃蕩毒品，而根據前行政院長連戰於八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宣佈”向毒品宣戰”分別就緝毒、拒毒、戒毒三方面進行施政策略計畫，採取”斷絕供應”及”減少需求”兩項措施，減少供應則著重於毒品加強查緝與毒販從嚴追溯之緝毒手段，減少需求則應包括預防施用毒品之宣導，及特定人員尿液篩檢之拒毒手段，為統一事權，整合政府各部門之力量，除核定內政部提報之「行政院肅清煙毒執行計劃原則」外，並且成立「中央反毒會報」，希望從斷絕供給及減少需求為目標，以肅清毒害之威脅
，所以政府早在多年前就已經重視到毒品之危害，著手加以制止，但是政府在執行反毒政策時多半是以呼籲口號為主，如定期舉辦大型反毒晚會，其效果多半不彰，以歐美先進國家之評估標準時為人所詬病，多半覺得不可思議(王毓仁，民國八十五年四月)，再加上政策從制定到執行時幾乎都是以由上而下(Top-down approach)的執行模式為主，強調政策制定者的優越地位，政策執行者必須秉承上級之意志，忠誠的實現上級長官之目標
(李允傑、丘昌泰，民國八十九年)，導致一些重要反毒政策無法與地方配合而失效，如之前北市刑事小隊長因掃毒有功，曾破獲大宗販毒事件而獲頒傑出警員獎，但是上級發現他與依些毒販曾有掛勾於是將其起訴有罪，那究竟這樣的案例應如何拿捏呢?倘若執行者不與地方販毒份子熟識，又如何將其一網打盡呢?像這樣的行為是否已嚴重打擊到執法人員的信心，使之不敢大刀闊斧的執行公權力，太積極者，被控訴有掛勾，太消極者，被上級責難無業績，時有困難之處。因此本篇文章將對於執行面所遭遇到的困難程度及近年來警方執法人員所取締毒品型態之比例作分析，探究執法人員在現行制度下所呈現的績效為何？困難處為何？

　　　　雖然社會大眾都感到毒品的日益嚴重性，然而許多人仍不了解毒品的性質及控制毒品的策略，其實許多人對毒品的認知多半來自大眾傳播媒體，其實毒品的另一項認知其實是涉及道德層面的思考，將在下一節介紹。由此看來，不完善的政策會導致大眾對政府能力及威信的質疑，所以民意與政策之間有著十分微妙的互動關係(吳博修，民國八十三年)
，所以本篇文章將再道德層次做一分析，及政府反毒政策是否應與民間團體加強互動。

貳．毒品的定義及影響

1． 何謂毒品

　　根據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中所稱之毒品，指具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而且毒品依照對社會危害性可分三級

(1) 第一級海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及其相類製品。

(2) 第二級罌粟、古柯、大麻、安非他命、配西汀、潘他挫新及其相類製品。

(3) 第三級西可巴比妥、異戊巴比妥、納落芬級其相關製品。

前項毒品之分級及品項，得由行政院公告調整、增減之，醫藥及科學尚需用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級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之管理，另以法律定之。

　　可見我國對於毒品之定義還存在消極的制定律法規範，但是流通在社會上之毒品種類更是法律所無法規定的，所以我國在制定律法時應注意到時空的轉換因素及必須隨時採取應變之道以防止更多的不肖業者販賣更多的毒品種類。

　　而毒品的犯罪問題，就其根本論之，至少有兩點是值得爭議的，根據我國刑事法律規定，無論是製造、販賣、運輸、吸食、施打煙毒之行為，除非有例外否則均加以處罰
(李湧清，民國八十七年)
，而此種為所謂典型的毒品犯罪，另一個涵義指的是因為製造、販賣、運輸吸食或施打毒品而引發的其他犯罪，如在昏迷狀態所犯下的搶劫、殺人等(李湧清，民國八十七年)
，通常我國幾乎都將重點放在前者，但是一個更具爭議性的議題是，一個人在吸食毒品之後其行為究竟是否有自主能力亦或是理性或非理性，在此將做一區別。

　　我們可知經濟學研究學者基本的假設是人是理性自利(self-interest)的，而犯罪者多半跟一般人並無太大差異(Becker，1968)
，但是在犯罪科學研究當中發現，一般人的犯罪行為通常可以找出例子來反駁一般人皆為理性自利，有些學者發現，社會上有一部份人在即使損失輕微的情況下，他們都願意向警局報案，同時也會受到警局人員及社會大眾的言語諷刺，但是他們都不在乎，在乎的是社會正義是否彰顯，個人權利是否被尊重及憲法保障(Smith & Maness，1976)
，由此可見經濟學家並未將犯罪歸納於經濟學的理性自利中。那麼如果一般人或犯罪人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說不受一般社會規範所影響，那麼一般經濟學及一些社會科學就無存在的必要了(李湧清，民國八十七年)
，但是究竟在社會上佔理性的人多數或是非理性的人多數，我們可藉由研究方法中的建立通則化效度(generalization)(潘明宏，1999)
來達到我們想知道的社會縮影，所以如果我們相信人是理性的居多，再要求建立通則時我們可以以經濟學相同之出發點，認為人是理性而自利的，所以筆者認為既然是在作社會科學研究就應當假設人為基本理性自利，在此條件之下，人們會選擇對自己效用極大化的行為表現(張世賢、陳恆鈞，民國八十六年)，以經濟學的觀點認為，當人們面臨到多個替選方案時能理性的作出最利於自己的抉擇，也使公共政策制定者來針對其觀點作判斷，究竟人類在吸毒後是否呈現理性狀態就此判斷。而人類在吸毒之後大部分所評斷理性與否的標準是以外在觀察方式來斷定，因此結果可能出現偏向主觀的態度，因此無法以主觀互證(inter-subjectivity)
(潘明宏、張景旭，民國八十八年)的方式進行臆測，因此問題就產生了，在無法得知吸食毒品者之行為究竟理性或昏迷狀態，因此就以判斷上的困難，所以則出現對於毒品重新評價的思維出現，對於評估者則是一項面臨兩難之工作。

2． 毒品道德說

　　毒品這一名詞是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毒意味著對人們具有傷害力，一般所謂的毒品乃暗示著此項物品會造成對人類的傷害，影響人體的正常功能(吳博修，民國八十三年)
，談到他一般人都想到”上癮”，其實此觀念並不具有科學觀念，由於每個人對藥物的抵抗性有差異，所以對上癮的用藥量均有不同，如煙癮，有些人一天要抽調二至三包煙，因此他有煙癮，如酒精中毒，一個人可能一天要喝上半瓶酒身體才不會抽蓄，種種的例子，如茶或咖啡，也是有人一天需要大量的補充才行，由以上各種情況來看他們都有著持續性及習慣性，這種行為是否可說是上癮呢?值得大家考慮。學者McCaghy與Abadinsky就對上癮提出了定義；包括依賴(dependence)、容忍力(tolerance)、退縮(withdrawal)(吳博修，民國八十三年)，依賴指的是人體因吸食或注射某種成分藥品所產生心理或生理上對同一性質藥物的依賴，若此藥品會產生一種心理上或生理上的滿足，當人持續服用某種藥物後，一但停止服用，便會產生不可抑制本身行為的需求。而容忍力是指人體不受藥物化學作用的忍受力，倘若一個人服用化學藥物而達到一個生理效果，則此一劑藥便成了此人的容忍力，當此人必須服用兩劑藥時，則表示此人對藥物的容忍力提高了。退縮則是只當某人停止服用藥物之後，身體上的反應出現不舒服症狀而稱之(McCaghy, 1985, Abadinsky, 1989﹔吳博修)，而上癮這個字之所以模糊不清是因為它帶有道德層面的觀念，因為它無法告訴我們上癮的人到底在生理或心理上會有什麼反應(吳博修，民國八十三年)
，因此我們無法分辨出到底一個吸食毒品上癮的人與一個咖啡或菸酒上癮人的差別在何處，如果只是針對上癮這個名詞來作司法上的解釋，筆者覺得不如深入探討上癮之後之行為分析，不應只著重於毒品本身的合法性。

3． 毒品策略控制通說

根據專家表示，其實毒品的吸食是以階段性完成，然後再以漸進式的深入吸食，以下是其循環過程；(李志恆、余萬能，民國八十六年)


　　　　

圖一、吸食毒品之連續過程

　　　資料來源；李志恆、余萬能　衛生報導，民國八十六年 (筆者自行整理)

而產生吸毒之動機，有許多人是因為無法調適心理或生理上之壓力而造成，所謂內在的環境壓力，可能是因為生理機能障礙，或因為本身有其病痛而無法控制，而不得不使用藥物，而外在的壓力就包括到個人生活環境中，以同儕團體為最有影響力之外在環境因素(李志恆、余萬能，民國八十六年)，再加上無法適應一些社會、經濟甚至環境的轉變，所以容易受誘惑而吸食毒品來逃避現實，在一開始有了這些動機之後，可能會因為好奇心驅使之下進而接觸毒品，此時的生理及心理開始對藥物產生依賴，再重複使用之後，進而對藥物產生耐受性，因此必須花更多的藥量才可滿足需求。

　　廣泛的說，對於毒品控制政策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除罪化(decriminalization)，第二種維持現狀(maintenance)，第三種是處罰(punishment) (吳博修，民國八十三年)，而除罪化的定義是指，將一種或多種毒品在國內的非法性改為合法，使得僅持有毒品的人主觀上不構成違法，理論點為，如果不合法化，將會造成不法份子覬覦圖利因素而產生許多毒品以外所衍生的問題，容易造成價格高漲，另外若其因毒品而被逮捕之後，將會被司法機構及社會大眾貼上標籤為毒販，而週遭的人也會因為其身分特殊而遠離化分界線，所以為了獲的團體的接受與支持，被疏離的人容易加入有共同特質的團體，因此毒品也容易和許多犯罪者在一起，塑造成一種毒品的次級文化體系(吳博修，民國八十三年)，所以為了避免此結果產生，贊成者認為應將毒品合法化。(Goffman, 1963，Goode 1989)
。

　　主張維持現狀的人認為，某些吸毒的人只對某些毒品產生依賴，如；大部分使用麻醉藥品的人對此類毒品產生依賴，而此種人若以醫療方式處理，則可省去許多司法上的資源，如果讓這些使用毒品的人能從醫生獲得所需之毒品，那麼這些人就不用以犯罪的手法來獲得金錢買毒品，而醫療人員也可以控制藥物之使用情形，以幫助他們減輕或戒掉毒癮，而此觀點是以最小化社會成本之概念(Goode，1989)
。

　　第三種主張認為毒品是一種危害社會的藥品，而社會之所以會偶用毒及販毒之情況發生是因為社會沒有強制此現象之發生，所以建議限制的方式是以處罰為主，認為若是將所有販毒的人逮捕，銷毀所有毒品，讓有販毒動機的人覺得自己無法進行販毒，並且達到警惕的功用，如此一來毒品便可從社會中杜絕，同時若加重對吸食毒品人之刑罰，便可抑制人民對毒品之需求，以絕後患。(Reuter 1988: Jhip，1988﹔吳博修，民國八十三年)
。由以上三種策略我們可歸納出除罪化和維持現狀的策略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就是二者都排除以司法途徑來解決毒品問題，認為如果以警察的力量來解決處理毒品的問題，只是會增加罪犯人數而已，並不會因此而減少吸毒人數，同時也不認為吸食毒品是一種道德敗壞的行為，支持除罪化的人也認為司法不應該干涉到個人道德層面的問題，同時毒品若不傷人的情況下，吸食毒品也是基於個人喜好而產生之行為，同時也將此問題歸納於衛生問題，若將此開放之後也可能因此降低毒品的需求，就如同美國實施禁酒政策
。

　　而處罰的觀念也是認為人們會因為受到警惕或處罰而有減少毒品使用之需求，如果加速對囚犯的處罰，則會減低人們用毒的慾望，但是此種行為主義在近年來為人所懷疑，有批評者認為，此種假設忽略了人類行為的社會文化面，人們除了生物本能的反應之外，其行為也受到價值及社會環境的影響，使用毒品的人通常是與其他人一起使用，所以使用毒品除了是本身生理需求外，更是一項社會行為。

　　由以上觀之，我國對於毒品的態度可說是以處罰的方式訴諸司法，但是在制定法律時是否曾考慮過基本人類道德層面的問題，既然已明文規定持有毒品及相關藥物為犯法行為，所以將針對此概念做一分析，將與國外政策作一比較而提出我國改善之道。

3． 我國現行反毒策略執行現況

1． 政策執行面

　　我國毒品政策基本上可分為四個階段；潛伏期(民國44-69年)、發作期(民國70-79年)、氾濫期(民國80-83年)、控制期(民國84-1-10年) (王毓仁，民國85年)，六十九年以前，在最近二十多年間，煙麻案件判決確定人數僅為13496人，佔全般犯罪比重甚微，大約在1.7%以下，所以稱為潛伏期，民國69-70年間盛行速賜康，導致70到79年間案件大幅增加，犯罪人數增至 28088人，佔全般犯罪比重約佔5%，所以歸為發作期，民國79年之後安非他命施用列入治罪，所以毒品犯罪率再達高峰，民國80年至83年，被宣判有罪者竟高達134300人，佔全部犯罪總人數31.66%也就是說每三個因犯罪而被起訴者有一人是因為毒品而起訴，可見毒品氾濫的猖獗，所以稱為氾濫期，而民國八十四年一至十月間施用毒品人數有24944人被起訴，共減少46.32%，較過去減少近一半，因此便認為毒品的氾濫已受到控制。(王毓仁，民國85年)
(見附錄圖表)。

　　我國針對此時期實施方案共有兩個面向，針對供給與需求，即「斷絕供給」與「減少需求」，在斷絕供給方面主要是以緝毒為主，而減少需求則是以戒毒及拒毒為主，由於毒品近年來對社會造成極大的影響，所以政府不得不實施全面性的掃毒工作，從尚未吸食者至已經染上毒癮者，其實大家對於毒品政策多半較無太多的爭議，主要出現的爭議是行動方案的可行性，此種在執行面極為重視的議題多半是由地方為主導，而中央政府的角色多半只是一個指導者，所以失敗的毒品政策便可歸類於執行結構面不良的問題(ill-structure problem) (王毓仁，民國85年)，根據李允傑與丘昌泰教授認為，毒品政策是屬於管制性政策，但是在實施時又必須兼顧到地方的執行能力，所以可採用第三代執行整合模式來論之，(李允傑、丘昌泰，民國八十九年)

2． 郭謹第三代執行途徑整合模式介紹

　　郭謹等人認為必須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進行有關政策執行個案的研究，這種研究必須採取比較的(李允傑、丘昌泰，民國八十九年)
，而以下的模式必須建立在下列假設上；第一、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得衝突與合作關係，第二、地方政府的裁量權，以解釋中央政府計劃的命令內容或地方急需謀求解決之問題，第三、不同時間或不同管轄權之執行型態變項，應包含下列三項

(一)因變項：包括地方政府的政策執行；但由於郭謹等人是以美國政府為例，美國所展現出政府特色為各級政府均採分權而互相制衡，因此地方政府有絕對的能力及資源個別推動州公共事務，除非有涉及憲法保障違憲之事，中央政府才加以介入，因此若適用在我國政府架構下，難免出現問題，由於我國執行毒品機關包括法務部調查局、警政署、海巡署、憲警等，因此很難界定何者為地方政府，當然其中包括了中央政府各級單位，所以若將地方政府界定明白實為件難事。因此面對此兩難，加上本篇文章是以地方執行機關為例；警察機關為主，因此在地方政府界定就改為地方執行機關較適當。

（二）自變項：第一項為中央政府的誘因與限制，第二項為地方執行機關的誘因與限制，兩者之關係應為相互依賴。

（三）中介變項：包括地方執行機關決策本身的決策後果與本身的能力。

　　前述自變項與中介變項發生於地方政府的執行體系內，包括下列要素；地方政府機關首長、機關組織、地方發言人、地方委員會、地方政府層次之行動者、地方政府層次之能力、回饋等，以上這些要素都是具相互依賴性，多元性的動態過程，而郭謹等人為了使其模式能更具經驗性，提供兩項可驗證性的假設；第一；各地方機關在執行時機的差異性；地方機關在執行與溝通型態上差異所引起政策內容的改變程度，第二；地方機關在執行行動上的變異性，根據這些可驗證性的假設我們必須設法探討ａ執行時機，ｂ計畫內容的性質與範疇，ｃ溝通型態，ｄ組織能力(Goggin,1990﹔李允傑、丘昌泰，民國八十九年)。以下由圖示之：

　自變項　　　　　　　　　中介變項                    　　因變項   　　　　　　　　　　　　　　　　　　

	


　　
中央政府層級的誘因與限制

　　　　　　　　　　　　　　　　中央政府能力　　

地方機關執行


地方機關決策結果


執行機關的誘因與限制

 

圖二、第三代執行途徑整合模式

參考資料；筆者自行整理，參閱李允傑、丘昌泰，政策執行與評估

自變項中所謂的中央層次的誘因是指，如果當政府再對於毒品政策的成效有提昇時，不論是緝毒人數增加、吸毒者的再犯率下降、甚至可增加國民對於政府的信心，在中央政府的本身誘因之下，本身就需要顧及此項政策，因為此項政策為強制性政策，所以政府角色所佔誘因就顯得不那麼重要，只需要擬定政策方針、目標或標準，而對於地方政府的地位是處於指導者的地位，其餘執行面向則委託地方機關執行，除了跨國際毒品犯罪之外，其餘均由地方執行機關負責。

　　地方執行機關的誘因，當我國在精省之後，所有人力及物力都變的緊縮，以至於地方治安警力連帶受到影響，以毒品為例；每個地方之文化差異性是非常明顯，至於販毒方面，一定是當地警方人熟悉或已經早已跟監之人，而等待時機一網打盡，倘若中央在制定政策時只顧及到自己之目標而忽略掉執行時之困難，隨時給地方績效壓力，長期下來由於無法獲大宗毒品案件，所以會導致警務人員與毒梟串謀，協定在這次掃蕩時安排線民落網以提高績效，所以往往會造成執法人員吃案問題叢生，沒有人員願意努力查緝大宗毒品案件，使的毒品氾濫只有越來越猖獗，因此在自變項方面地方政府應享有充分裁量權以適應各地方不同民情，同時中央也提供獎金鼓勵破案人員，不要依績效制度來評估標準，因為沒有人知道毒販何時會交易，在何地交易?
　　所以中央政府負責制定法律條文讓地方執法人員有充分裁量權執行公權力，而在中介變項中，最重要的除了是中央的政府的能力之外，包括對地方執行機關經費的補助，及基本法源的制定，再者，就以地方政府的執行能力為考量，當中央政府提供誘因之後，地方政府應是其本身之能力來完成政策執行面考量，不應貪圖中央補助而強迫辦案。

　　在中介變項方面，所指的是中央政府能力，及地方執行機關決策結果，一個政策在於開始執行到評估階段中間包含者一個重要性極大的中介變項，不論是中央政府的法規制定或地方執行機關的實行細則，就算擬定的再完備，若不顧及執行機關的執行能力或尊重其決策結果，就一個公共政策而言，就是缺乏了所謂的行動能力(action ability)
，因此政策將無法如預期實施，因此雖然在政策變遷過程中，執行機關往往扮演依法行政的角色居多，但是地方政府在評估執行能力過程中，必須考慮其自身的執行能立即財政負擔是否許可，人力資源是否足以應付龐大政策需求，因此為解決此盲點變項，最重要的就是地方與中央政府的積極協調(coordinate)及授權(delegate)，協調是為了讓二級政府了解執行能力及困難，以評估政策可行性(feasibility)，而授權是要讓地方政執行機關在執行過程中不礙於法規絕對的限制，可以消極的不牴觸法令規範為原則，因此執行人員便可真正斬釘截鐵的貫徹政策計劃。其二，是避免政治力介入，當如果真正完全授權時，執行人員便可一連串的執行計劃內容，避免所謂的關說現象發生。因此一個政策的政治因素是不可忽略的。

　　在所有一切都就緒之後最後階段就是地方政府開始實施所擬定之政策，因為之前的方案評估分析大部分已經做完整規劃，所以在執行時的失敗率會明顯降低，如此一來，各個層級環環相扣，沒有所謂的單一執行機關也沒有所謂的責任劃分機制，完全是按照政府本身之能力來規劃實施，所以從開始到結束，地方政府都擁有充分自主權限來完成中央既定之目標，而中央也可以實施一些所謂窒礙難行之公共政策，之所以有窒礙難行地方完全是歸因於地方政府沒有能力及經費實施，加上地方自治法通過之後，部分重大公共政策必須由地方自行籌措財源，因此會造成許多縣市為完成中央目標而勉強執行，而導致入不敷出，事倍功半。因次中央政府應積極將權力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將一些公共政策執行規劃權力交由地方政府執行而中央政府即扮演監督的角色。

以下是我國在毒品防治方面主要架構；

(1) 斷絕供給－緝毒：打擊毒品犯罪ａ統合緝毒力量，ｂ擴大國際合作與國外情治機構共同打擊毒品走私，ｃ國內對於一些毒品原料先行管制，避免不肖製造業者利用。健全毒品防治法令並且加強查緝：ａ實施毒品危害防治條例，ｂ加強洗錢防治法，ｃ加強戒治所組織與處分執行條例，ｄ通過麻醉藥品管制條例。(行政院，法務部﹔王毓仁，民國85年)
(2) 減少需求－戒毒；落實已經成癮體系戒除過程：包括解毒ˋ戒毒及事後追蹤報導，ａ廣設勒戒處所，或戒毒村，ｂ擴充戒毒醫療設備及加強專業醫療人員技術，ｃ加強學校對於毒品調整管教及應變措施(向毒品說不之活動)，ｄ加強觀護追蹤與更生業務，。在拒毒方面：建立完整宣導體系；ａ擴大宣傳，區別需求，ｂ建立毒品高危險群尿液篩檢制度，ｃ強化學校教育功能編訂反毒教材 (行政院，法務部﹔王毓仁，民國八十五年) 。

　　以上是我國對於毒品之實施方針，不過多半是以中央的意志為主，幾乎並無考慮至基層執法人員在執行過程之保障及因素，因為多半基層人員的行為才是毒品掃蕩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一般地方而言，有大多數的警務人員多半知道地方上到底誰在販毒或吸毒，只不過是證據有無的問題，因為依法必須當場逮捕吸食犯及當場逮捕持有吸食器具才進行逮捕
，假設今天只是在持有的狀態下將其逮捕，也頂多判三年，要是在吸食及販賣的情況下逮捕，再加上持有的罪名，一次就足以將其定案最高刑罰將可處無期徒刑或死刑
，避免以後夜長夢多，所以基層執法人員並不是不想將其繩之以法而是在等待時機，所以當其時機成熟之後將其一併逮捕，但是在這時機之前所謂的線民機制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但是在我國的制度下規定，執法人員不得與毒販或相關人員有任何關係，因此光是這項規定就使得許多優良緝毒人員無法動彈，因為他們在緝毒之前必須與相關線民聯繫，但是在聯繫之後又深恐上級查辦，所以一些警務人員多半不敢與相關人員聯繫，所以會導致緝毒失效的結果(訪談內容，林春南，民國八十九年)
，因此在沒有任何制度的保障之下執法人員對於緝毒也就失去了信心。

　　通常評估政策執行的好與壞可採政策指標評估，政策指標為可將公共統計數值用於公共問題的衡量工具(MacRae，1985﹔李允傑、丘昌泰，民國八十八年)，政策指標主要的目的是在於利用公共部門的統計來協助利害關係人制定妥適的政策(李允傑、丘昌泰，民國八十八年)。以下針對幾項重要政策指標作為此政策評估的參考。

自民國七十九年開始，安非他命大舉入侵校園，使的整個社會隴罩在毒品氾濫的陰影底下，造成煙毒麻藥人數大幅增加
(李志恆、余萬能，民國八十六年)且根據法務部資料顯示台灣地區毒品犯罪人數已由七十八年之2998人，快速成長至八十二年之47836人，之後經政府大力宣導及掃蕩之後，下降至八十三年之43608人，八十四年更下降至31554人，但是此成果和七零年代相比較，毒品氾濫仍相當嚴重(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
。而教育部也為了防治青少年濫用藥物，在春暉專案中將尿液篩檢納入檢查工作，對在校生進行尿液篩檢，其呈現陽性反應佔2c/cc，而國防部為防止軍人濫用藥物，也針對入伍新兵及國軍部隊進行煙毒尿液篩檢工作，毒品陽性反應為17c/cc(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
。

我們還可以在一些報章雜誌上看到社會上也成立了許多戒毒的組織與運動，民間團體也配合著學校單位舉辦勸導青少年反毒及戒毒之公益活動，政府首長也積極勸導毒品在台灣濫用的嚴重性，而我國政府對於毒品之販售及吸食之情形皆是採取司法途徑，這種對毒品的關心不僅反映在大眾傳播媒體上，同時也應想到和毒品有關之犯罪行為上(吳博修，民國八十三年)
。因此吸毒人口並不如預期中減少，反而逐年增加，且所使用的毒品有趨向多元化現象。如，FM2，搖頭丸等。
近年來警察人員所查獲毒品以海洛因較多，與其他相關一級毒品相比較可見差距甚遠，並不是說其他毒品在台灣並不流行，而是警方以放長線釣大魚方法，掃蕩較大規模毒品犯罪。

表一、我國違反毒品防治條例人數

	違反毒品防治條例人數
	青年
	成年

	1997年
	45095人
	11251人
	29693人

	1998年
	41927人
	10402人
	28711人


	1999年
	50504人
	13897人
	33877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筆者自行整理)

因此問題就出現，在吸毒人口持續增加時，掃毒工作卻反而與人口數不成正比，其中可歸因於，許多警務人員其下皆有所謂的線民制度，就毒品而言，有些線民本身就有吸食毒品之習慣，而警方未取重要毒品交易資料，必須與相關人員有互動行為，因次模糊行政裁量地帶就出現，究竟警員是否在緝毒的過程中應否對於其線民採取司法途徑，於法認為警方若知情不報乃屬失職，必須處以行政處分或離職，於情認為，他協助了相關案情所需的資料及線索，因此必須做出裁量，究竟是要依法嚴辦或者是網開一面，都是考驗著執法人員的價值判斷，因此許多執法人員選擇了網開一面的做法(訪談內容，林春南，民國八十九年)，但是就中央政府而言，認為還有如此多的毒販尚未繩之以法，加上警員網開一面的做法，使的表現績優員警面臨處分的情況，因此許多員警便產生無力感或所謂的吃案情形，為符合中央政府所定之績效評估標準
，及施政方針，因此對於所謂的毒販，撇清關係，因次自然而然績效也就隨著信心而降低，從圖表顯示，1998年到1999年之毒品銷毀數量足足減少了851件之多，但是就往年例子來分析，幾乎所有的毒品均偏向一級毒品為主，二、三級以後的毒品卻只是蓼蓼可數，但是充斥在市面上氾濫的毒品卻是以二、三級毒品居多，因此尾有項保護我國人民健康觀念，應大力掃蕩潛藏在社會角落中的一面。由於吸毒人口也絲毫並沒有減少的趨勢，反而增加了一萬多人，而這一萬多人目前可能正在接受治療，也或許有一部分正潛伏在社會的角落中，因此從數據看來，可推論，不是執法人員績效不彰，要不就是吸毒販毒人逐年減少，因此中央政府應開始著手對執法人員裁量權之關注，才得以減少毒品有關犯罪率問題衍生，以減少社會成本。

假使我國的毒品掃蕩只是針對大宗毒品作為對全民的宣傳；表示我國毒品取締有效，而忽略了真正殘害我們人民的卻只是簡單的MDMA或快樂丸，那只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換湯不換藥而已。

表二、我國近三年來所銷毀之毒品一欄表

	破獲毒品銷毀案件數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一級毒品─海洛因
	3004件
	3911件
	3009件

	嗎啡
	29件
	13件
	23件

	古柯鹼
	1件
	1件
	1件

	大麻
	45件
	50件
	89件

	其他
	31件
	20件
	22件

	小計
	3110件
	3995件
	3144件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筆者自行整理)

3． 我國現行毒品管制政策執行與評估面臨之問題

(1) 毒品來源問題－根據法務部近年來在偵辦毒品案件的經驗，我國毒品主要來源多半是來自中國大陸雲南一帶、泰北、金山角，其中以走私方式進口，如個人闖關、貨運夾帶進口，發貨倉庫、直接源頭購貨、毒場逐漸牽制內陸等趨勢，使得我國毒品緝毒人員面臨更多的艱難(法務部，民國八十四年)
。

(2) 法令層面規範問題－我國除了在毒品斷絕供給上加強毒品查緝外，並尋求有效情報來源與查緝技巧，其中嚴謹的法律規範列為有效防堵毒品氾濫的根本，我國行政院已通過「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就毒品之定義、品項除法之刑度、吸毒者的定位、勒戒與戒治及對純吸毒犯等的理念作大幅修正。

(3) 資源配合問題－我國反毒資源在近年來未能有效的適用，在政府年度預算編列上稍嫌不足且分配均不合理，人力供給方面，政府近年來強力縮減人事加上精省之後人力更是不足，所以地方人員編列不足加上編列不易，其成長速度明顯不及毒品成長速度，此外一些民間反毒機構雖然行有餘力，但是多半為各自行事，沒有一個有效管理機制來營運並整合，因為一般民間組織的專業較公家機關專精，而且處理危機時有彈性且較迅速，所以政府應該盡快設立一個有效機制來因應快速成長的社會。

(4) 藥物戒治過程問題－對於藥品之戒治共包括了「生理解毒」、「心理復健」、「追蹤輔導」三階段(侯崇文，民國八十三年)，我國目前藥物戒治過程服務只到生理解毒過程而已，對於心理復健及社區追蹤報導並無一定的功能效用發揮，但是後兩者之功能卻是決定一個人是否會在上癮之有效途徑，而目前國內擷取國外經驗而自行發展出我國藥物治療所面臨到一些問題；(侯崇文，民國八十三年)

1． 未能視藥物濫用危終身之疾病；所謂用藥一時，戒毒終身，應是吸毒危終身疾病，隨時應加以追蹤。

2． 未能視藥物濫用為家庭疾病；目前我國多半視藥物濫用為個人疾病，幾乎都將焦點放於當事人身上，然而國外大多數學者是採取系統理論，將其視為家庭疾病。

3． 忽略個人與毒癮對抗之困難；我國目前對於藥物濫用者之治療效果不佳，再犯的機率甚高，所以吸毒者需要一個大家共同扶持之團體，彼此幫忙，提供歸屬與互助的團體，藉著團體之運作對個人之行為加以規範，使其能再一次懸崖勒馬。

4． 忽略處過觀念；成功的矯治需配合處過的工作，包括社區處過及司法體系中的處過。

　　(五)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協調功能不彰﹔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針或執行計劃時，並沒有與地方政府做有效的溝通，及執行能力之評估，導致執行機關為因應中央政府目標而勉強執行超過本身能力的實行計劃，導致警方吃案，行動能力不加。

肆．結論與建議　

針對毒品政策的執行與評估在本篇中所論述的焦點在於掃蕩毒品時所面臨到的制度性規範的束縛，一個政策在執行階段若處處受法規限制或上級監督影響的話，那麼這個政策一定是不可能很順利的完全達成目標，必定產生非預期性的外部不經濟效果，加上政策執行是一個連續性質的過程，因此無法以一個所謂的最終時間末點作整體性的比較及評估，只能以每年所達成的績效做比較，因此在評估時只要比前年所完成的數據更佳者，就視為有更加進步，所以不論其結果或產出為何，筆者嘗試對整體面及制度面提出幾點建議：

1． 部門及各級政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整合上

　　目前我國負責毒品之業務工作可說是繁雜，由中央反毒會報負責整合及溝通，但是此該會報開會時間是每三個月一次，加上各單位由於有組織本位主義問題各單位都認為自己單位才是執行主角，所以些重要會議的議題時根本無法順利表決，所以多為應付心態做事，所以效果不彰，如果能夠成立一個有法源基礎的指揮調度機構，協調整體溝通再加上民間相關毒品管制性質的團體鼎力相助之下，相信我國的毒品政策一定能更有效率的實施，所以成立一個有效率且合法性質的單位以統合反毒業務，這點很值得相關單位參考。

2． 法令制定面

　　針對台灣毒品氾濫，有關單位已經將不合潮流的肅清煙毒條例與麻醉藥品管理條例予以修正，在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下將針對我國反毒工作有更重大的影響，至於針對我國吸毒犯之刑事政策，以及為了保護吸毒犯刑事司法權力而改變了原先煙毒二審的規定，此外強制公共安全與高危險群相關工作者之驗尿條文將能在早期發現潛在吸毒者及斷絕需求面上產生極大的功效，而目前最急迫需要的是有關線民保護法之有關法令能迅速通過，以確保地方執行員警在查緝毒品時，有裡應外合之效，對於有功之線民能加以獎賞有或者失敗的話，能對於線民有相關的保護法源，如窩裡反條例，更能確保執行員警與線民能共同偵破大宗販毒。

3． 與民間團體結合並善用其有效資源整合

　　有許多人認為目前我國一些政策最大的失敗就是不能和民間相關團體整合，而民間團體與社會大眾的密切互動更是政府機關無法取得的優勢，民間團體其實是扮演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仲介者，所以政府若將一些相關業務方面交由民間業者負責，如；拒絕毒品宣導活動、戒毒者更生保護活動、藥癮戒治、尿液篩檢等工作交由地方團體負責，則可節省許多公共資源及相關專業人事費用，減輕人力負擔，因此政府應該重視所有社會資源整合，將民間資源加以運用，以節省政府支出。

4． 發揮家庭功能

　　有許多的毒品濫用多半來自不健全之家庭，但是在正常家庭中，父母的不當行為態度，以及對子女的管教關心程度卻也會造成子女偏差行為的主要原因，所以當政府或企業界在追求經濟成長同時，也應該考慮家庭與社會的密不可分之關係，所以從學校教育著手，呼籲青少年毒品的危險性及後遺症，以加強軒到毒品管制。

5． 增加地方政府執行裁量權

　　根據行政法之行政裁量權，各機關可針對上級命令選擇作為或不作為，因此類似像毒品此種管制性政策，相信在中央制定方針時應不會有人反對，而反對的多半是在執行面上有爭議，其實爭議部分多數是指經費或人力不足，加上各個地方風俗不同，而最熟悉者莫過於地方基層員警，若給予他們適度的裁量權，在不違背法令之下，所有的行為都可稱作裁量權，而中央扮演的角色是監督者的立場，員警對於毒品掃蕩有差異性的跟監，如放長線釣大魚，對線民保持密切接觸，而上級對員警有信心之下，相信一些重大毒品刑案一定能如期破獲，不僅中央政績卓越，地方上更是人人安定，對員警充滿信心，以造就無毒的社會。

6． 中央政府須與地方政府密切合作

　　如本章之模型所述，當政府在制定政策過程時應與地方政府密切聯繫，中央的施行方針必須在地方政府有能力之下才進行評估，許多公共政策之所以失靈是在於地方政府沒有任何誘因去完成中央給的執行方案，以前我國政府是三級制，現在則是兩級化政府，相信在兩級化之後，地方與中央的溝通能更切合實際，為避免造成中央與地方形成各說各話推卸責任，建議當中央在制定政策時應與地方執法人員親自溝通，非使其流於形式，應當將其課責劃分清楚，權限明確，這樣才會營造一個第三代整合模式的優勢存在。
　　我國基本上對於毒品之政策是採司法途徑制度，就是以吸食毒品本身為罪刑，所以至於毒品除罪化在台灣要實施根本是時機未成熟，所以對於我國在執行面上所面臨的問題作評估，發現我國不是執行無效率，而是執行方法有錯誤，中央政府的本位主義過於濃厚，而地方政府也以草率回應中央政府的各項政策執行，造成政府之間形成不信任感，而浪費國家資源，所以站在人民的立場主張，當管制政策是以全國為實施對象者，其動機固然可取，但是在執行面必需要作整合，非但不要硬性規定各政府機關跟進實施，反而要傾聽各級政府聲音，釋放中央權力，讓地方有適度的行政裁量權，以毒品為例；如內政部必定會定出今年績效標準，其他單位一定會為了搶績效或達到標準而有應付性的執法出現，導致販毒的還是販毒，吸毒的還是吸毒，執行效果不彰，而此重大意義便只流於形式而無評估性可言。

　　再者，我國對於吸毒犯之追蹤及後續更生活動多半不重視，也難怪吸毒者在出獄之後仍舊重回舊行業，所以之前的處罰根本失去其效力，因而追蹤出獄後吸毒者的機制應該被重視，從杜絕毒品氾濫開始，一直到毒品的戒治工作，我國政府應面面重視否則只會造成雷聲大雨點小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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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我國毒品犯罪佔所有犯罪之比率

	我國毒品犯罪數統計及佔全般比例分析
	
	
	
	
	
	
	
	

	
	80年
	81年
	82年
	83年
	84年
	85年
	8６年
	87年
	88年

	毒品案件新收偵查案件數(件)
	20201
	40249
	57139
	44887
	32788
	37057
	45935
	56167
	82904

	佔全般刑新收偵查件數比率
	11.86%
	19.26%
	25.82%
	21.38%
	15.50%
	15.70%
	18.70%
	20.14%
	28.96%

	起訴人數(人)
	25989
	45636
	56357
	40838
	30295
	33141
	37901
	13964
	10433

	佔全般刑新收起訴人數比率
	17.30%
	24.49%
	31.23%
	24.63%
	28.71%
	23.00%
	24.00%
	9.98%
	7.36%

	裁判確定有罪人數(人)
	14680
	28176
	47836
	43608
	31554
	26493
	32036
	19981
	8380

	佔全般刑裁判確定有罪人數比率
	13.45%
	19.08%
	31.66%
	30.18%
	24.00%
	20.40%
	21.90%
	9.23%
	7.94%


資料來源；法務部民國六十年－八十八年　筆者自行整理

吸食毒品動機





心理及生理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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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感謝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郭昱瑩教授專業指導，而此篇文章將發表於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學生論文發表會。


(( 發表人目前就讀於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四年級


� 行政院衛生署法務部ˋ教育部；反毒報告書－八十二年五月至八十四年四月，民國八十四　　　年五月出版


� 同上註


� 安非他命是一種合成苯乙胺胺類之擬交感神經興奮劑，是一種和降腎上腺素有關的興奮劑，


� 快樂丸，學名亞甲基雙氧甲基安非他命，化學結構上他是屬於安非他命相關聯的化合物，若對依其人體分類，可歸類於幻覺劑類，會產生幻覺幻想。


� 行政院衛生署、法務部ˋ教育部；反毒報告書－八十五年一月至十二月。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出版


� 李允傑　丘昌泰　政策執行與評估　民國八十九年　國立空中大學出版


� 同上註


�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第二條　毒品分級及品項　


9同上註





� 李湧清　毒品管制的政策討論　警學叢刊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28卷6期


� 同上註


� Becker. G. S.(1968)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6-2):p.169-271


� Smith. A. E. & Maness, D. Jr. (1976) The Decision to Call the Police: Reaction to The Burglary. In Mcdonald, W. F.(ed.)(1976). Criminal Justice and Victom:CA:SAG


� 李湧清　毒品管制的政策討論　警學叢刊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28卷6期


� 通則化之外在效度指的是在社會科學研究後發現可被通則化到另一個母體，以及被運用到不同之社會或政治環境之範圍，其中一個變項對一個變項的效果，也包括其對其他自然環境與較大母體之效果，這種關注被稱為研究設計的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aty)。　譯者；潘明宏　校閱；張景旭　作者；Chazva Frankfort-Nachmias & David Nachmias 1999 韋伯文化出版社


� 所謂主觀互證指的是研究者在判斷時以被研究者之心態或信念來審視研究結果，以同理心來證明被研究者之當時感受。


� 吳博修　毒品的本質與政策導引　民國八十三年六月 靜宜人文學報


� 同上註


�  行政院衛生署麻醉藥品經理處，處長李志恆、主任秘書余萬能，衛生報導　第七卷第一期　民國八十六年一月





� Goffman. E.(1963), Stigma.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Goode, Erich(1989)Drugsin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Mcgraw-Hill


� Goode, Erich(1989)Drugsin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Mcgraw-Hill


� Reuter. P. (1988)Quantity illusion and Paradoxes of Drugs interdition:federalinte


  


� 禁酒政策(1919-1933 prohibition):美國在1910年代末期開始實施禁酒政策，在這段期間之內名均每個人的飲酒量有下降的趨勢，而這種減輕飲酒量的趨勢主要是因為法律上的禁止及在社會上不容易買到酒關係，但是再這期間內美國許多酒館便私自釀酒及賣酒，使的市面上品質明顯較差，且酒館私賣酒均為高價位，以符合投資報酬率。





� 王毓仁　我國反毒政策執行過程隻探討；因素分析法之應用　公共政策學報　民國八十五年四月　第十七期


　　數據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資料５６ˋ６６ˋ７６ˋ８６ˋ８９年統計摘要


� 李允傑　丘昌泰　政策執行與評估　民國八十九年　國立空中大學出版P.129-130


�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第五條；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歧途，得併科罰金新台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北併科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第十一條；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ˋ拘役或新台幣五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ˋ拘役或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罰金。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下尤其圖形ˋ拘役或新台幣一萬元以下罰金。


. ILL:Scotte Foreeceman/Lettle. Brown Higher Education


� Goggin, M. L.et al.(1990). Implement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Glenview





� 行動能力﹔就人類而言是指隨著自由憶製作自己想做的事，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就政府而言，指的是政策執行的能力及對環境產生的敏捷性調整執行。


�林春南　現任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刑事小隊長


�參閱毒品危害防治條例，法務部　毒品犯罪型態及毒品相關研究　民國八十四年


�林春南　現任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刑事小隊長





� 行政院衛生署麻醉藥品經理處　處長李志恆　主任秘書余萬能　衛生報導　第七卷第一期　民國八十六年一月


� 資料來源；民國八十三年九月衛生署資料，八十三年法務部調查局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憲兵司令部


� 同上註


� 吳博修　毒品的本質與政策導引　民國八十三年六月 靜宜人文學報(靜宜大學兒童福利系專任教授)


� 警察毒品績效評估如；取締一級毒品加總績效20分，二級毒品15分，三級毒品10分。


�侯崇文　正式少年藥物濫用問題　學生輔導　民國八十三年　32期　


�Goggin, M. L.et al.(1990). Implement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Glen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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